
我的故事  ~  8.  中国农村娃至澳洲大学教
授

“我衷心希望中国和澳洲的国旗同时在奥林匹克运动

会上升起。”

在国内时，我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工作。在出国前参加培训班学习英语的时

候，美国教会派来的英语老师，从《圣经》中给每个人取了个英文名字，他叫我迈克。

我是从东北农村出来的，父辈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的家乡阳明堡乡，当年是炸日

本飞机场的地方。自从1976年高中毕业，就在村大队部做团支部书记，当民兵副指导

员。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大部分高中毕业生开始考大学，虽然我是在县城里

读的高中，但对数学、物理和化学，尤其是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都分不清楚。当时的

农村学校，上课很不正规，也没有教材，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又担任行政职务，几乎

没时间复习，所以特意回到县城高中复习了三个月。对报考上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

一无所知，只知道男孩子学工的多，因此，所有的志愿我都报的是工学院，最后一个

志愿是山西师范学院物理专业。录取通知书下来才知道，每个省里都有一个重点师范

院校，和重点院校同时录取，只要你是服从分配都能被录取。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

心想只要能考上大学，以后就会有工作就会有饭吃，无论上哪所大学都行，上师范大

学更好些，没有学费，国家还给每个人发粮票和补助金，因此就服从分配了。被山西

师大地理系录取了。天啊，肯定是打错字了吧？物理和地理就差一个字，我急三火四，

忐忑不安地跑到太原招生办想问个究竟。自己心想肯定是他们搞错了。招生办的工作

人员告诉我没搞错，地理系就是理科。他们还说地理系是师范院校里最好的系，毕业

后不用当老师。是唯一一个可以在地震局、水文站以及国土局工作的专业，当时还挺

高兴。那就学地理吧，入学之后，我很努力地学习进步也很快。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通过考大学，金榜题名，在我一生中，那个录取通知书对我是太

重要了，它意味着自己可以永远离开农村，可以找个吃商品粮的老婆，不会一辈子呆

在农村，面对黄土背朝天了。上大学以后，从一无所知，到慢慢喜欢熟悉大学生活，

那时候77、78级学生学习都特别努力，自己更加倍勤奋，被推选当学习委员，学习委

员成绩必须拔尖才能在同学中有威信。我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名，毕业的时候，平均

分最高。那时教师知识水平教学质量不是特好，大部分老师是从“五七”干校回来的，

https://rozenbergquarterly.com/%e6%88%91%e7%9a%84%e6%95%85%e4%ba%8b-8-%e4%b8%ad%e5%9b%bd%e5%86%9c%e6%9d%91%e5%a8%83%e8%87%b3%e6%be%b3%e6%b4%b2%e5%a4%a7%e5%ad%a6%e6%95%99%e6%8e%88/
https://rozenbergquarterly.com/%e6%88%91%e7%9a%84%e6%95%85%e4%ba%8b-8-%e4%b8%ad%e5%9b%bd%e5%86%9c%e6%9d%91%e5%a8%83%e8%87%b3%e6%be%b3%e6%b4%b2%e5%a4%a7%e5%ad%a6%e6%95%99%e6%8e%88/
http://rozenbergquarterly.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th-china-australia.jpg


上课照着书本念，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用功自学。英语都是零起点，第二年我就参加

英语竞赛，非英语专业竞赛组我就榜上有名，在我们系是唯一获奖人，学习劲头越来

越足。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听说可以报考硕士，就开始准备。考试结果，我同时得

到了物理系和化学系两个通知书。我是地理系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全校

一共考上三个。来自小地方的我，考的是中科院长春地理研究所，在当时已经够出色

了。拿到这个通知书，激动不已，考上大学是我人生第一大转折，考上硕士算是锦上

添花了。

研究生读了三年，毕业以后，分到中科院，单位很器重我，但要想出国学习深造那可

不容易。作为国家第一批人才，单位不会轻易把人放走的。科学院出国名额特别多，

我工作了三年，才拿到一个公派名额，做访问学者。我选择了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

大学，导师是一个亚洲问题研究所的主任专家。这一年期间，我们在一起交流共同做

了一个项目，当时他提出一个新的理论，研究亚洲城市化和城市群的特征差异，很多

学生参加这个项目，其中有研究中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及澳洲，我选择研究大连

沈阳城市群，及新加坡城市群。导师当时鼓励我考托福，我得到一个奖学金，开始了

我的学术生涯。

由于当时我妻子和孩子还在国内，犹豫自己是否继续念下去? 那时送到手的绿卡我都没

敢要。考虑到家庭就必须回国，因为我是第一批研究生毕业，第一梯队培养对象，国

内单位对我的待遇也非常优厚。就在我举棋不定的时候，导师帮我解决了一切问题，

让我没了后顾之忧，所以决定留下来。导师在研究亚洲问题方面很出名，所以加拿大

驻中国大使，文化参赞去中国之前都要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做讲座，他就给学校写了

一封信，高度称赞我，请求帮助解决我家属和孩子的签证问题，由于这封极好的信，

我妻子和孩子就拿到了签证，我也申请到了读博资格。

读博士时还是挺艰苦的，尤其我是读社会科学，文科在西方，在这个行当里面，你要

做学问还是挺难的。1995年做完博士论文，开始找工作，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墨尔本大

学任教职位。当时我和温哥华的一位同学，同时得到这次面试的机会，同学是个洋人，

讲地道的英语，我心想自己可能比不过他。面试定在洛杉矶，当时那个系主任，还有

另一个澳洲学生，一共5个人被选参加面试，我想我更不可能了，就很放得开，越放得

开就越答得好，最后准试的是我，挺意外。时隔多年，我还记得当时面试官对我说的

话，他说，系主任和教授们都很喜欢我，喜欢我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因为我是中国人，

研究中国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精通，因此，把这个位子给了我。那时候我已经是加拿大

公民了，这回可算是我人生中第三次重要转折点，决定了我和家人未来生活的去向。

来到澳大利亚，一切还算顺利，在学院里的亚洲研究课题组，我更多侧重亚洲发展、

环境问题、农民工问题、水资源问题的研究、粮食安全问题，从地理学角度研究城市

化发展问题，我们都经常有所合作。慢慢地就从讲师晋升到高级讲师，副教授到教授。



之后负责管理教学，担任了一段行政工作。再后来，主要担任国内一些社科基金项目，

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10个人，最近两年与他人合作出版三本书和十几篇文章，最忙的

时候是既做院长，又带研究生，国内外都有项目，学术压力也比较重。

我从中国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到澳洲，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就像开车左行右行

还得适应一段时间呢，但在这边工作生活更放松些。澳洲物价很高，特别是汽车价格

很贵。做学问方面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在中国是靠单位给职工分房，在这里是租房住，

打工赚钱等有能力就可以买房；在国内研究生、年轻的老师周末加班，挑灯夜战都很

普遍，在澳洲，周末来办公室上班的，除了我没有其他人，最晚离开办公室的人还是

我，这些就是差别。第二个差别，在这里教研究生，一门课一个星期只上两个小时，

外加三个到四个章节的阅读，一个小时讨论课，一个星期如果超过两个阅读章节，学

生就会投诉老师。其他方面，诸如价值观、隐私、交友等跟国内没有很明显的差异。

从农村考上大学，从一个轨道到另一个轨道，就像是变轨似的，一路走来还算顺利。

对我来说，除了几个大的转折点之外，其他没有太大的曲折。最终选择到澳大利亚，

选择了把自己的后半生扎根在这里，这一切都好像是天意，又像是命运之神的安排。

我早起晚归，用英文上课到提职，买房卖房，拆了又盖，折腾几番，不算不顺利，过

着平常人家的生活，我也感到很心满意足。

当然在学术领域里，也得遵循一些游戏规则，要学会你怎么进入角色，无论是本土人

还是外来人，你要往上走就必须懂得一些游戏规则，包括发什么样的文章，做什么样

的研究，哪方面的项目有重大意义，怎样才能拿到项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里面

有很深的学问。博士毕业工作几年之后，我取得了指导博士生的资格。我和同事的关

系都处的很好，我们一起做研究项目，可以说是我把学院有关对亚洲及中国的研究带

起来的。现在开设有关此方面的很多课程，我现在也带学生去中国上野外课，做实地

调查研究与分析。当然今天的成果是我和同事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完美的合作取

得的。取长补短，勤学好问，向同事请教及时切磋，慢慢丰富自己，在学术研究和教

学方面，使自己在大学站稳了脚跟，让自己心里踏实了很多，觉得自己在一点一点的

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逐渐的把澳洲当成了自己的家。

但是中国人和澳洲人还是存在着文化差异，有人把我们叫做香蕉人，我不这样认为。

我们这批人是80年代初到澳洲的，具有东西方人共有的思维方式，很有潜力，转变的

也很快。但有些中国留学生，只按照中国人思维，没有冒险精神，做事不按照导师行

事，总得让导师牵着走，这是我到澳洲来在教学上遇到的难题。我带的第二个博士生，

他不按照一步一个脚印、有条不紊的去做研究，我尽力帮助引导他，但他还是没有按

期完成，而自己却偷偷摸摸干另外的事了。这是我作为博导很失败的一个例子。但我

觉得这是文化导致的。我带出来博士毕业生成功的很多，有在昆士兰大学研究中心做

主管的，相当于大学研究办公室主任 , 还有几个成为大学教师。教授多年的经验是，澳



洲学生很懂得课程的程序，他们与导师交流探讨问题是更主动。当然作为中国人我还

是一直在尽量保护着中国学生，但又不能太过于人情味。多在暗中保护，不能轻易让

别人觉察出来，我一直在努力培养中国学生的冒险精神，指导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我是二十七岁那年来澳洲的，虽说还有些稚嫩，但我的世界观已经完全成熟了，如果

完全放弃我自己，我就不是我了。因为我觉得不论是做学问还是做生意，任何一个人，

都要先有自我。没有自我，就没有价值了。玩游戏也要按照规则玩，之所以我能在这

个位置上待下去，因为我有中国背景，懂中国文化，接中国地气，他们很难找到像我

这样的一个人，我可以带着一帮人回国做研究，他们很尊重我对科研的方法，很器重

我，但我始终淡化自我，同时强化自我。

在澳大利亚大学里，作为一个中国人，带有的是中国文化，具有中国脸的教授，无论

在什么场合都觉得是一种自豪。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大学的一个国际化战略会议，大学

校长出席了，当我自豪的介绍中国市场的前景时，校长觉得很新奇，他需要了解这方

面的动态。他还点名让我讲，那是一种自豪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如果几个人坐在一

起聊天开玩笑，他们的话题包含很地道的本土文化，他们喜欢谈球-曲棍球、橄榄球等，

而自己对他们的话题，对本土文化不甚了解，心里就会有不太爽的感觉。在我们研究

纯理论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非常抽象的词，有时我就只能理解一多半，有时甚至更少

些。当他们玩文字时，我会感到尴尬。我不了解他们的文化，不了解明星，对新闻里

的体育永远不懂，不了解。有人问我是否进入了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我的回答是一半

一半吧。出席正式的宴会，与同事聊天，一起喝酒、打牌，与他们交往，开个玩笑，

这些都是能进入当地人的圈子的。还有一半，不是说你进不进去，而是你想不想进去。

我有我自己的圈子。周末在一起吹吹牛皮，喝喝白酒，如果有老外在场，那会有点扫

兴，因为他们不会喝白酒，那时候自己的感觉是，他们才是我们生活圈子里的“老

外“。

什么是主流？主流社会的定义又是什么？到底存在不存在这样一个主流，因为即使是

澳洲人，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家庭朋友圈，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

有人问我说过：“像你这样的墨尔本大学教授，你不在主流谁在？”我一直自问，到

底有没有主流社会呢？首先要定位一下什么是主流，一个人是各自那个主流的一部分，

在我那个小圈子里面，我就是主流。在墨尔本有百分之十的中国人口，甚至更多些，

在我的大学校园里，百分之二十都是华人，讲北京话，天津话，那我们就是主流之一。

传统是一个广义的，全球城市下的主流和非主流，如果按照狭义来说，只有本土西方

文化才是主流，在多元文化这个背景下定义的主流。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其一

部分，但不是我的全部，意大利人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也有别的文化的穿插，有文化

趋同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不会为此感到困惑，我没有感到被边缘化。我可以进入

所谓的主战场，也可以撤出来，如果这个叫边缘化，我还愿意被边缘化。文化不存在



主流，因为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文化本来就存在，没有优劣，没有主流

非主流，每个文化都有同等价值，这是最基本的，也是肯定的，但是政治层面确实有

主流，有利益冲突的。因此，主流是指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而言的，是政治游戏而已。

来澳洲打工的人，他们本身住的也很好， 但就心态来讲，他们对主流和非主流更敏感，

更在意，更愿意把中间的这个线划分清晰，我们如果已经在这个主流里面飘了的话，

看到的是微观层面的，对中间这个线我是不在乎的，我认为这个线是不存在的，可以

跨过去，可以退回来。有些人觉得很难逾越这个线，觉得这个线是无形的，总觉得另

一边邻居的草坪永远是绿的，那就只剩下渴望而不可及了。

当有人问我，“澳大利亚和中国，哪个是你的家？”我会说，澳洲是我的家。而情感

家是在中国。我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但当回到中国的时候，那里的一切又让我

感到不那么习惯。我觉得祖国是祖宗的国，不是我们现在的国。

我一直在问自己，假设有一个机会，让我回到中国去工作生活，我还能融入中国文化

吗？我每年回国四五次，我懂酒桌文化，熟悉人情世故。就连父母领着很小的孩子下

饭馆，把服务员指点的团团转的行为都习以为常。但在公共场合又听不得大呼小叫，

忍受不了不排队的现象。自己觉得在国内生活会很疲惫。我已经不习惯拜金主义，不

看重职务升迁。那种不舒服、不习惯让我觉得自己成了个陌生人的、与中国文化习惯

产生了隔阂。

虽然我走进澳洲文化，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现在是三个大学的荣誉教授。把自己的研

究项目与中国的几个大学结合起来，我诚心希望能够为中国培养更多的博士生，通过

我的指点，帮助他们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名列前茅。通过自己的教学增进中澳洲之间的

友谊。我是中国面孔澳洲公民，一颗中国心，一个澳洲情结；我希望中国和澳洲的国

旗同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升起。在这片绿草成荫，鸟语花香的土地上以平和的心态，

放松的自我，畅想生命之歌，感受阳光、大海、人性、天地中所有的神奇与奥妙。


